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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以降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形象的建构、演变与强

化
*1

陈雪明 卞利

【摘 要】:作为徽州程氏宗族的始迁祖，程元谭在诸多文献中均有记载。但查阅相关族谱等文献资料可知，程元

谭在徽州程氏宗族中于宋代以前并未得到普遍认同，作为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的时间也出现较晚。梳理相关民间和

官方文献记录发现，直到宋元时期，程元谭的始迁祖形象才得以建构，并呈现出从宗族认同到官方认同再到地方社

会认同的发展趋势，最后演变为颇具影响力的地方精英。然而，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始迁祖及其生平事迹的真实性，

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一现象表明，在徽州宗族中，始迁祖不仅对本宗族有着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而且对

整宗合族、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进而寻求获取更多的地方资源，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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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的始祖或始迁祖形象，是由杂糅历史真实与传说故事的宗族群体记忆逐渐形塑而成，是一个宗族族群祖先信仰和祖源

观念的集中反映。它所解决的其实是一个宗族族群的源流谱系问题，是划分“我群”与“他群”的一把标尺
[1]
。宋元以来，随着

中原地区世家大族三次移民高峰的完成，至明清时期，徽州逐渐发展成为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宗族发展异常繁荣。无论大小

贫富，徽州几乎每一个宗族都会通过纂修族谱等方式，建构本族的远祖形象。这些远祖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越来越清

晰的发展趋势，而徽州程氏宗族的始迁祖程元谭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目前，学界对程元谭的研究业已取得一定成果
[2]
，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宋元以来程氏宗族建构始迁祖程元

谭形象的文本演变、社会认同过程及其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建构与演变:程元谭在族谱及相关文献中的记录

综合明清以来徽州方志、程氏宗族族谱及相关文集记载，有关程元谭的生平及事迹可概述如下:

程元谭，洛阳人，新安程氏宗族始迁祖。在晋元帝平定东阳、信安等六郡后，程元谭以镇东军谋身份出任襄州刺史。大兴

年间，因军功显赫、安定一方，被授为新安郡太守，秩二千石。因施仁政，政绩斐然，深受新安百姓爱戴。任职期满调任时，

百姓不忍其离去，群请其留下。事为晋元帝闻知，对其予以褒奖，于歙县黄墩(篁墩)赐以田宅，程元谭因此成为徽州程氏始迁

祖。南宋德祐元年(1275)，朝廷追封其为“忠佑公”。其墓在“郡城(今歙县———引者注)西十里驿路之旁”
[3]
，墓地广袤，墓

前有双石人。因年代久远和后裔迁徙等原因，程元谭墓曾一度湮灭。程元谭后裔中显赫者代不乏人，其中较为知名者有萧梁时

“忠壮公”程灵洗、宋代学者程大昌和明代学者程敏政等。

尽管现存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徽州程氏族谱均有始迁祖程元谭事迹的记载，且谱系脉络清晰，但在宋代以前的程氏族谱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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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献中并无关于程元谭的文字记录。事实上，程元谭真正作为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的文字记录，在宋代以后才开始出现。我

们将现存程氏族谱和有关文献中关于程元谭的记录加以梳理，大致可将程氏宗族始迁祖程元谭的建构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宋代以前(不包括宋代)，现存程氏宗族各类族谱中并未见有程元谭的文字记录。因唐末五代动乱，之前的徽州程氏宗族

谱牒基本亡佚，我们仅能从后世程氏谱牒中所保存的唐代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国程淘所撰《程氏世谱序》中窥见一二。

但程淘在序中仅将祖先追溯至忠壮公程灵洗，并未对程灵洗之前的世系进行追溯，更无程元谭的只字记录
[4]
。

2．两宋时期，“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的形象开始出现，但十分模糊，且并未得到程氏族人和地方社会的普遍

接受和认同。目前所见最早在族谱中提及程元谭的是北宋庆历三年(1043)程承议所撰《程氏世录序》，该序文云:“程氏自晋新

安太守元谭公留居郡城，历唐迄梁，代有显者。”
[5]
其后，程氏宗族族谱大多因袭这一记载，“东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始居新

安”“得赐田宅”这些文字相继出现，如北宋程璇所撰《程氏世谱序》即云:“东晋元谭公自洛阳过江，居新安之黄墩，传至忠

壮，凡十三世矣。”
[6]
南宋端明殿学士程珌则在《世忠庙碑记》中自称:“(程氏)由忠翼而来，三十二世而为新安太守，越自太

守始居新安。”
[7]
南宋宰相程元凤撰文称，程元谭“东晋大兴三年假节新安太守，百姓请留，诏从民便，仍赐田宅于歙之黄端，

子孙因家焉，遂为新安著姓”
[8]
。可见，在这一阶段中，程元谭的事迹、谱系、官秩及所获封赐等信息得到初步建构，但值得注

意的是，程元谭的始迁祖形象并未获得程氏族人的一致认同。北宋绍圣二年(1095)，程祁在撰写的谱序中仅自称忠壮公之后，

未提及程元谭
[9]
。南宋学者程大昌在撰写宗族谱序时则采用了疑问句式:“则吾宗之来此者，其东晋元谭公乎?”

[10]
显然，程大昌

对始迁祖“元谭公”的身份持怀疑态度。而在程氏族谱所记载的南宋末年对程元谭身份“认定”十分重要的追封诰敕中，程元

谭为“忠壮公(即程灵洗)远祖”的身份，相对于其“新安太守”的名义和政绩显得更为重要
[11]
。由此可见，程元谭是因程灵洗

在南宋时期的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而得到册封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至少在南宋时期，无论在宗族内部还是在徽州社会

中，程元谭的事迹和形象尽管得以初步建构，但其影响力微不足道。不过，也正是从南宋开始，作为徽州程氏的始迁祖，程元

谭逐渐在程氏宗族之外的群体中取得了部分认同，如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在为宋代黟县名臣程叔达撰写墓志铭时，便称其“胄

自重黎，氏自伯休及婴，晋元谭守新安，民德之，诏赐田宅于歙，因家焉”
[12]

。但是，现存最早的徽州地方志、南宋罗愿所纂

淳熙《新安志》中，东晋牧守序列里并无程元谭的记载[13]。检索《晋书》和《资治通鉴》等正史文献，亦皆无程元谭的文字

记录
[14]
，这说明程元谭在当时尚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3．南宋后期至元代，程元谭的形象渐趋清晰，社会认同度亦日渐提高。在这一阶段中，程元谭任新安太守的具体时间开始

明朗，并被形塑为一个生平清晰、政绩斐然、怀德爱民的地方官员。宋元之际，方回在所撰程元谭碑文中云:“以镇东军谋、襄

州刺史程公讳元谭，为假持节新安太守，大兴二年己卯也。良二千石，民爱怀之，受代，请留，竟不得去，卒于郡，永昌元年

壬午也。墓在今郡城西十里驿路之旁，歙之程氏自此始。”
[15]
元大德年间，紫阳书院山长程逢午则在所撰程元谭墓志中称:“徽

之程氏自新安太守元谭始。晋元帝兴江左，太守由襄州刺史守新安郡。及代，百姓遮留，不得发，诏褒嘉之，赐第于新安之歙

县，子孙家焉。其墓在州之西十里，今名‘双石前’，盖指墓前二石人也。有地广袤，可容数万人。”
[16]

我们且不论这些记载

是否系后人假借前人之手而为之，这至少说明，在元代，程氏族人对程元谭的任职时间、政绩、待遇、墓地等相关信息进行了

添加和建构，前后的世系脉络也记载得十分清晰，并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接受与广泛认同。郑玉在其所作《重修忠烈陵庙记》

中，曾提及“歙县有古邱墓，凡三，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墓在予所居贞白里中，今唯双石人可识，然沉沦土中殆尽矣”
[17]

。赵汸

为休宁籍官员程愿学作“行状”时，亦称“其先自晋新安太守元谭，以治郡有绩，锡褒诏赐田宅于郡，因留家焉”
[18]
。可见，

在元代中后期，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始迁祖的形象在程氏宗族中已深入人心，其政治形象也得到了一些社会贤达的认同。

4．明清时期，作为徽州程氏宗族的始迁祖，程元谭的事迹和形象不仅在徽州程氏宗族各类谱牒文献中被不容置疑地记录，

并更加完善，而且得到社会的广泛接受和认同。尽管各种程氏宗族谱牒对程元谭的记载略有出入，但都大同小异。其中，程敏

政综合各家之说，对程元谭事迹进行全景式记述，堪称程元谭始迁祖形象建构的集大成者。他明确将程元谭视为徽州程氏宗族

的始迁祖，云:“一世太守府君讳元谭，为人清洁敏达，晋怀、愍时历广平太守，值胡羯之乱，失官，弃家徒步归琅琊王，为镇

东军谋，从之渡江。……大兴三年……府君以襄州刺史假节行新安太守，绥辑流民，疏通畎浍，教民孝弟，举俊造于朝，歙民

爱之如父母。永昌元年，代还，百姓遮道请留，卒不得去，诏褒嘉之。俄卒于郡，元帝闻为之惊惜，赐田宅于郡之篁墩，是为



3

徽州程氏始祖。墓在城西十里衮绣乡二十三都，墓前有双石人，历宋元无恙，土人思之，名其地曰双石，出郡志及碑。宋以府

君裔孙忠壮公庙祀有灵，用越国汪王追爵上世及子孙例，封公为忠佑公，封忠壮子为忠护侯。”
[19]
显然，程敏政关于程元谭的

记录已非“一家之言”，而是有了更加正规和可信的依据，即“出郡志及碑”。在此之后，徽州各类程氏宗族的谱牒大多采用

程敏政之说，从而完成了对程元谭这位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事迹和形象的建构。清代程氏族谱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记载:“元谭

祖，初历江阳太守，转襄州刺史。……公为镇东军谋，辅晋王即位江东，是为元帝，号东晋。……大兴三年，新定、东阳、信

安六郡既平，以襄州刺史假节镇抚新安。公任太守，绥辑流民，疏通畎浍，教民孝弟，举俊杰造于朝，歙民大悦，立遗爱碑亭。

永昌元年，秩满代还，百姓遮道请留，卒不得发。帝闻而嘉之，诏褒赐第新安歙之黄墩，子孙遂因家焉，是为新安程氏之始祖

也。殁于晋明帝太宁二年乙丑，享年八十有一。宋追封忠佑公。葬郡城西十里驿旁，制二石人于墓前，遂名其地曰双石。”
[20]

程元谭的人物性格、仕途经历、卒年
[21]

等具体信息在这一阶段得到完善。至清代康熙年间，祖先程元谭对于程氏后裔而言，已

成为一种固然的存在:“东晋元谭公以太守赐第世居……予自志学以来，固已闻之孰矣。”
[22]
徽州地方的学者和社会贤达也都接

纳并认同程元谭这一人物的客观存在，如休宁儒学教谕张日孜为程氏族谱撰序时即称:“又推而上十四世则新安太守元谭公也，

自北而南为新安始祖。”
[23]
歙县学者鲍宁为程氏族谱撰写序文云:“其迁南而居新安也，又由元谭公始，东晋大兴二年，公由广

平太守假节守新安，有德于民，及代，遮道请留，卒不得发，诏褒嘉之，赐第于新安之歙邑，子孙家焉。”
[24]
这一记载因鲍宁

参与地方志纂修而被收入弘治《徽州府志》。汪道昆亦在其《太函集》中多次提及程元谭
[25]
。而编纂立场较族谱更为客观，且

有着先后承袭关系的《新安名族志》和《休宁名族志》这两部地域性名族志，亦将程元谭作为新安程氏宗族的始迁祖
[26]
。至此，

程元谭这一徽州程氏宗族始迁祖的形象不仅在程氏宗族中得到完全认同，而且还为徽州其他小姓所仰慕。一些小姓冀图通过各

种手段攀附，借以提高本宗族的社会地位。如清康熙年间，世忠庙庙祝方氏冒姓冒祖，徽州程氏宗族即以“始迁祖程元谭”为

旗帜而团结在一起，并为守护千年太守墓而引发大规模宗族诉讼案件，造成深远的社会影响
[27]
。

综上所述，在程氏族谱和后裔及学者的文献著述中，“始祖程元谭”从宋代开始进行初步建构，其后不断强化和完善其事

迹与形象，至明代中期程敏政时大体完成建构过程，清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程氏宗族和徽州地方社会中获得广泛认同。除

祖先事迹和前后世系的建构，程氏宗族还通过祖先祭祀
[28]

、祖先画像
[29]
、祖墓修建

[30]
及维护、创建祠堂(如休宁世忠行祠

[31]
)等

手段和途径，深化族人对程元谭的“祖先记忆”，使“始迁祖程元谭”在程氏后裔中不断得到群体认同，且地位不断巩固。

还应指出的是，认同程元谭为徽州宗族始迁祖的程氏宗族，并非纯粹都是有着共同血缘关系的程氏宗族。实际上，除了原

生的程氏宗族之外，还有后来附加进去的其他外姓宗族联合体。对此，宋人程璇在《程氏世谱序》中曾称，“今新安尚有呈姓，

多慕忠壮之风，辄改呈附程氏者有之矣”
[32]

。甚至远至江浙，“士大夫非程氏族姓，而自言系出黄墩者甚多”
[33]

。明代学者程

敏政亦一度被视为外姓冒族，有人甚至指责其纂修《新安程氏统宗世谱》的目的就是为了“冒祖附族”
[34]

。也就是说，在程氏

宗族发展的历程中，在遗漏了部分弱小宗支
[35]
的同时，还吸纳了一部分当地的外姓宗族，这些外姓因仰慕程氏之望族地位而不

惜冒族攀援，自称“元谭公后裔”，并参与了程元谭始迁祖地位的形塑与建构过程。因此，我们认为，作为徽州程氏宗族的始

迁祖，程元谭形象的建构和宗族认同的确立，是以程氏宗族精英为主体并有非程氏宗族成员共同参与、彼此互动的结果。

二、强化与巩固:官方和社会对程元谭的认同

宗族祖先在本族谱牒中如何记载，其影响并不显著，但当这种记载同样出现在官方文献中，其性质就大不一样了。

梳理官方文献可知，从明代至民国的一统志、省志和徽州各种方志中也大多记载了程元谭的事迹。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

的《大明一统志》记录了程元谭的事迹，云:“程元谭墓，在府城西十余里，晋太守程元谭葬此。旁有二石翁仲，因名其地曰双

石。歙有程氏，皆祖元谭。”
[36]

而弘治《徽州府志》中对程元谭的记载与程氏宗族谱牒的记录如出一辙，不仅在“名宦”部分

对程元谭事迹详加描述，而且在“词翰”中收录了程逢午的《晋新安太守程公墓记》和程敏政的《婺源高安程氏世忠祠记》
[37]
，

文中均称程元谭为徽州程氏始迁祖。之后的歙县和徽州府等方志中基本因袭这一记录，如明万历《歙志》、清乾隆《江南通志》、

清乾隆《大清一统志》、清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以及民国《歙县志》中均有晋新安太守程元谭墓在歙县西冷水铺的记载。乾

隆《歙县志》在记载“篁墩”的来源时，为阐释篁墩历史久远，称“东晋程元谭为新安太守，赐第宅于篁墩，篁墩之名古矣”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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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徽州府志》与弘治《徽州府志》的记载基本一致，称:“程元谭，东晋时持节为新安太守，有善政，诏赐宅于歙篁墩，子

孙遂以为桑梓，见宋胡麟《程灵洗庙碑》。太兴初，以镇东军谋、襄州刺史为假持节新安太守，在郡为良二千石，民爱怀之，

受代，请留，竟不得去。永昌元年卒于郡，子孙家焉。墓在今郡城西十里驿路之旁。新安有程氏自元谭始。”
[39]

与徽州毗邻的

浙江省的志书中，也出现了程元谭的记录，雍正《浙江通志》将“程元谭”列为晋元帝时“新安郡太守”之一
[40]

。这些都是从

官方文献的立场认同了程元谭在程氏宗族和地域社会中的历史地位。

除了文献记载，徽州地方官府还为程元谭修建祭祀性建筑，如徽州府城南门外的尚贤祠
[41]

、遗爱堂(又称名宦祠)
[42]

和休宁

县率口的遗爱亭
[43]
等。所有这些都表明，从明代开始“晋新安太守程元谭”便得到官方的认同。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程敏

政不仅与《大明一统志》的主纂李贤有着翁婿关系，而且还同《大明一统志》编修人员中的多人存在良好的交往。而弘治《休

宁县志》则为程敏政所撰，将本族认可的始迁祖收入志书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曾为程氏族谱撰写过序文的鲍宁，也因参

与弘治《徽州府志》纂修而将程元谭收录进《徽州府志》。因此，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宗族的始迁祖得到官方认同，是程氏宗

族通过自身影响和各种社会关系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而这种官方的认同，在民国时期则催化了一场以地方宗族胜利收尾的“官”

“民”较量，其影响力从地方宗族渗透和辐射至徽州地方行政机关，使“程元谭”在徽州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更进一步巩固

与强化。

1935 年，国民政府拟修建京溪铁路(即今皖赣铁路)，江南铁路公司测勘设计的“徽屯路”路线，正好穿过程氏宗族世忠庙

址，需要截去世忠庙基西面一角，这便意味着一旦修建铁路，动工挖土，祭祀程元谭的统宗祠和程灵洗的忠壮庙等“原有祠庙

屋宇势必震撼坍塌堪虞，不独民族历史上之古迹横被摧残，而地方人民亦同失瞻依之所”
[44]
，程氏族人群情惶骇，积极呼吁。

从 1935 年底至 1936 年底，程氏族人邀集旅京、沪诸族人，成立“驻屯篁墩程氏重修祠庙办事处”，并以“湖南醴陵派颂云总

长、绩溪仁里派士范宗台为阖族代表”
[45]
，分别向江南铁路公司、京溪路局和铁道部呈文，要求“将已测路线改在祠庙门前石

栏杆塝下田内，转入庙西下首空地钉线，仅须移下数丈之间”
[46]

，以保全祠庙完整。甚至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

的程潜也积极参与进来，亲自致函铁道部，恳请更改路线。最终在 1936 年 11 月 26 日，铁道部局长郑华发表公函，同意了程氏

宗族修改铁路路线的请求
[47]

。这成全了程氏宗族尊祖敬宗的心愿，更坚定了他们维护祖先祠庙的信念。而“程元谭”这一人物

概念也通过这一事件，成为地方社会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可见，程氏宗族所建构的这一祖先形象不仅在宗族内部得到认同，而且取得了官方和地方社会的广泛认同，甚至反过来对

地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三、建构和强化始祖形象的原因

通过“宗族—官方—地方社会认同”这一演变历程，“新安太守程元谭”已然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地方精英。他不仅以各

种方式“真实”地存在着，甚至还对地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晋书》和《资治通鉴》等正史文献中并无程元谭作为东晋新安太守的相关记载，而程元谭作为徽州程氏宗族的“渡

江祖先”，在程氏宗族谱牒和徽州方志中则呈现出“时间越往后，形象越清晰”的演变趋势，而这种越来越清晰的祖先形象，

可能与事实上的程氏远祖产生越来越大的距离。因此，其真实性在明清时期曾一度遭到质疑。明清之际的歙县文人黄琯撰文称:

“夫元谭之迹，不见正史，而方回者邪妄人耳，其碑何所据依?特述数百年以前之事，容知非程氏子孙夸大其先，妄造此说，使

回笔之于碑耶?”
[48]
清代学者阎若璩亦对所谓的“太守持节”一事产生怀疑，认为程氏族人“自夸大其远祖，而不知国典朝章”

[49]
。至于程氏宗族后裔程敏政，则对这一问题存在相当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程敏政对程氏宗族世系进行考证，认为“(程)祁

谱谓婴十一世至汉历简侯黑，黑传二十世至新安太守元谭，中间无一人一事见于传记，今不敢从”
[50]

，对“程元谭”的真实性

产生疑问；另一方面，他又在《新安程氏统宗世谱》《程氏贻范集》《新安文献志》和《篁墩文集》等文献中多次强调徽州程

氏宗族始于程元谭。而“程元谭”始迁祖形象的建构、演变和强化过程，却又与程敏政对其认同和传播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清代程豫对前代谱书中的远祖记载，亦曾表示过怀疑，并进行了烦琐的考证，指出旧谱中关于程元谭记载中的问题，但最终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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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旧谱“或别有所据，亦未可知”，同时强调本族“崇爵显位者，代有其人，不必观于图谱，始知为海内著姓”
[51]
而草草收场。

可见，只要稍加考证，程元谭及其事迹的记载便经不起推敲。然而，为了凸显本族为地方上的名门望族，他们又不愿点破这一

问题的要害，相反，却不断建构和强化程元谭的事迹、形象和显赫的社会地位。

对此，我们尽管不能断言“程元谭”这位徽州程氏始迁祖不存在，但至少可以说其“新安太守”的身份有虚构的成分。程

氏宗族始迁祖形象建构这一历史真实和文化认同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地方宗族在重构始祖或始迁祖形象、强化祖先记忆

方面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学者们通常采用顾颉刚的“层累的造成中国古史”这一著名假设来解释这类现象，我们不妨引

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archaeology of knowledge)概念来理解这一问题，将“考古”一词比喻

性地引入传世文献研究，以考古学的方法梳理宗族祖先形象的形塑过程，将民间文献和官方文献作为“档案”理解为一种陈述

系统，“它通过片段、区域和层次呈现出来”，即将这一演变过程理解为一种思想史，“它构成一种分析的方式，一种透视法”，

它所描述的那些知识“是为后来的形式化作经验的未加思考的背景”，“是在历史的线性形式中发展的重建”
[52]
。

从徽州程氏宗族对程元谭始迁祖形象的建构这一个案中，我们认为，对宗族始祖或始迁祖形象的建构与强化，根源于以下

几种复杂的因素:

第一，始祖或始迁祖对宗族发展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以始祖或始迁祖传说为主要形式，建构和强化始祖或始迁祖形象，

实际上既是宗族族群认同的结果，也是宗族控制强化的体现。在宗族族群形成过程中，文化心理的主观认同可能比实际存在的

血缘和地缘等因素更为重要。对个体成员而言，就是清晰地表述自己的祖源谱系
[53]
。本文讨论的个案所直接反映的事实是:由一

个宗族为核心而形成的人群的聚合，根据自身的需要，而不是依据真实的历史记录，在某个时段建构出宗族群体共同认可的“始

迁祖形象”，并通过种种方式和手段，不断对其进行强化与传播，率先在宗族成员中形成群体认同，人群亦因此能够鲜明地区

分“我群”和“他群”而逐渐成为自身族群的标识。所谓“人道莫大乎亲亲，亲亲之道莫大乎明族属、知世系也。夫水之支流

虽异，而源则同；木之枝叶虽分，而本则一；人之子孙虽殊，而出自其祖者，未尝有间。能知乎此，则不以世代之远间其亲亲

之念，族由是睦，风俗由是无所漓，此谱系之书不可不作也”
[54]

。而“程元谭”在此过程中便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作为一种

“宗族标志”而存在，无论后世子孙迁徙何处，“每观家牒，知自篁墩出”，而篁墩正是程元谭始迁新安之所。这样，程氏宗

族在发展过程中能够将我族与他族清晰区别开来，从而能够更加明确地以本宗族为核心，共同维护本宗族的群体利益。

第二，统宗合族的需要。正所谓“人之生也，本之为祖，统之为宗，散之为族。祖也者，吾身之所自出，犹木之根也”
[55]
。

为达到尊祖、敬宗、收族的目的，宋元时期的徽州宗族非常重视考辨本族的始祖和始迁祖。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是宗族发展史

上的重要时期，宗族逐渐乡约化，族规家法大量出现，宗祠与族谱也大规模纂修。重构祖先世系，以满足宗族组织化与普及发

展的需要
[56]

，便成为一种必然的现象。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宗族自身的发展，宗族内部人心涣散，亦急需塑造一个宗族共

同认可的祖先，维系宗族成员的情感，加强宗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进行跨地域的联宗活动，以增强本宗族与其他宗族抗

衡的力量。“盖人伦不明，宗法废弛，民俗颓弊甚矣。……由是海内之士，闻其风而兴起焉者，莫不家有祠，以祀其先祖；族

有谱，以别其尊卑。”
[57]

阐明宗族来源，厘清族姓源流，才可以达到“虽族散万途，而宗归一本”
[58]

的目的。程氏宗族亦是如

此，他们利用正月行团拜礼，合族共聚的时机，“拟写新安太守元谭公像，每遇正旦，悬之高堂，子孙瞻拜，然后序昭穆”，

并告诫子孙，“不以遐远而忘者，忠孝之至也”，以此作为聚族的良方，认为“久而行之，则族谊由是而敦，风俗由是而美，

又岂非程氏一美事乎”
[59]
。

第三，确立宗族在地方社会的“名族”身份，建构符合正统规范的祖先，巧妙地将本族纳入王朝官方系统内，以占据更有

利的社会地位，增强自身的话语权和争夺社会资源的能力。“徽俗重门族，凡仆隶之裔，虽贵显，故家皆不与缔姻”
[60]

，而成

为地方大族所必须具备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存在被官方历史记录并认可的本族精英人物，而这一精英人物的历史又必须足

够悠久，方能容纳不同支族对自身历史叙述和认同的空间。这样，他们对外形成一个统一的望族大姓，对内则保存着彼此之间

清晰的区别
[61]
。从政治层面而言，地方宗族势力的不断拓展和膨胀，实际上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地方政权组织的不安，形成

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挑战，而地方宗族则要设法调节并缓和这种矛盾和冲突。徽州程氏宗族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明清时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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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宗族势力迅速发展和膨胀的阶段，必须通过建构始祖或始迁祖形象，并赋予其名门仕宦的身份，以强化宗族群体的祖先记忆，

提高本宗族的社会声望，突出本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名族身份和主导地位，增强他们在地方上的话语权和提升宗族的自豪感和认

同感。通过这种文化上的调适，程氏宗族将始祖程元谭塑造成勤政爱民、安抚一方的精英形象，这“既符合儒家的基本伦理，

也符合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对清廉勤政的共同要求，因此能够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共同的承认”
[62]

。而在徽州地区，不仅仅

是程氏宗族，还有很多其他地方大族，如黄氏、张氏、朱氏、王氏、胡氏等等也竞相于宋元时期，在族谱中对其始祖或始迁祖

进行建构，并在“始祖迁居篁墩”这一事件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
[63]
。

同时，我们发现，徽州程氏宗族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通过科举入仕和从事商业经营等途径，进行宗族实力的积累和势力

的扩张，具备了重塑始祖形象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徽州程氏宗族从南宋中后期开始，族人科举入仕不断成功，为官群体也愈发

庞大，并出现了休宁地区累世科第的盛况
[64]

，确实可谓“新安望族，蕃衍盛大，家有诗书，世传簪笏”
[65]

。而族内经商者亦人

数众多，尤其是歙县槐塘程氏族人，“业鹾两淮”者颇多
[66]
，《淮安河下志》中便有程氏族人迁居淮安，从事盐、典等商业活

动的记载
[67]

，程氏亦有家谱称“族人或仕于朝，或耕读于野，或商贾于外”
[68]

。可见，在此过程中，地方宗族依靠政治资源来

建构“真实”的显祖，提升本族的社会地位，在取得地位和影响之后，又借此争夺地方资源，进一步扩充宗族的实力，从而促

进宗族的进一步发展与壮大。

另外，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方社会有着浓厚的夸耀祖先的文化氛围，以此表达尊祖敬宗的心意。程氏宗族

便曾专门编纂《程氏人物志》，将“程氏人物自周伯符祖得姓以迄今，迁衍遍天下，其间勋名迭著者”予以记录，其目的自然

是“炫人耳目以侈氏族之光”
[69]
了。而始祖的真实性问题，既不会去怀疑，更是不容外人置疑了。

注释：

[1]参见祝立业《从碑志看高句丽人的始祖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战线》2016 年第 5期。

[2]常建华:《程敏政〈新安程氏统宗世谱〉谱学问题初探》，《河北学刊》2005 年第 6 期；章毅:《迁徙与归化———〈新

安名族志〉与明代家谱文献的解读》，《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 年 8 月；黄国信、温春来:《新安程氏统

宗谱重构祖先谱系现象考》，《史学月刊》2006 年第 7 期；林济:《程敏政“冒祖附族”说考辨》，《安徽史学》2007 年第 2

期；林济:《徽州祖先谱系的构造与祖、宗、族观念》，《安徽史学》2011 年第 3 期；林济:《宋元宗族谱系的构造———以徽

州程氏为例》，《安徽史学》2014 年第 3 期；方光禄、曾小保:《徽州大姓对新安始迁祖的追溯与还原———以篁墩程氏为中心》，

《黄山学院学报》2016 年第 6期；冯剑辉:《新安程氏始祖程元谭研究》，《黄山学院学报》2017 年第 4 期。

[3](元)方回:《晋新安太守程公墓碑》，(明)程敏政编:《新安文献志》卷 4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76 册，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

[4](唐)程淘:《程氏世谱序》，(明)程尚芳纂修:《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明隆庆四年刻本。

[5](宋)程承议:《程氏世录序》，(明)程尚芳纂修:《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明隆庆四年刻本。

[6](宋)程璇:《程氏世谱序》，(明)程尚芳纂修:《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明隆庆四年刻本。

[7](宋)程珌:《洺水集》卷 7《世忠庙碑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71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

[8](明)程敏政:《程氏贻范集》乙集卷 4《程氏宗祖墓铭》，明成化十八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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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宋)程祁:《程氏世谱序》，(明)程尚芳纂修:《新安休宁古城程氏宗谱》，明隆庆四年刻本。

[10](宋)程大昌:《休宁会里中泽谱序》，(明)程孟纂修:《新安程氏诸谱会通》“程氏谱序”，明景泰二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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